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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後，華人世界的中國哲學研究陣營，兩分為中國大陸及港台，加上歐美及日韓的中國哲學研究，可以說就有這三至四大區塊的版圖。而這全球範圍內的中國哲學研究，固然有各自發展的特殊性，但隨著時日的推移，亦愈來愈有互相影響，以致幾達全面交流的現象。

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研究，從馬克思主義主導研究方向開始，不日即創作出以馬克思主義為詮釋史觀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多種，可以說是以哲學史的研究占據主流地位，主要的論點在於，以唯心論、唯物論、辯證法、形上學、認識論、價值論等西方哲學問題以分類判教於中國哲學史上的各家系統，從而形成具有較強的哲學史意識的研究成果，強調哲學史前後發展的繼承性與超越性的辨證關係。以哲學史發展的眼光研究中國哲學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以西方哲學問題來解讀中國哲學理論的做法，卻受到大陸學者深刻的反思，差不多也是改革開放的同時，便逐步走出一條回歸傳統的哲學研究之路，此即以傳統中國哲學的「概念範疇」為研究的途徑，此即以「天、道、理、氣、心、性」等核心概念範疇為研究中國哲學的方法，概念範疇代表了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也表達了哲學立場。然而，隨著時日的推移，西方哲學的專家總有對中國哲學研究的挑戰，甚至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亦有研究方法的刺激之引入，因此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成了晚近十餘年來的重要問題，以「中國哲學合法性」為主題的會議屢屢召開。同時，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漸強，中國文化本位的情緒升溫，中國哲學研究又有了新一波的回歸國學的思潮，伴隨著各指標性大學的國學院及儒學院等的設置，面對中國哲學研究的「西方哲學方法」及「中國哲學思維」的張力不減反增。再加上，出土文獻的不斷挖出，研究出土文獻亦是一大重心，時至今日，幾乎可以說，中國大陸目前尚不能說有較具共識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進路及成果。

從歷史的背景來看，過去，大陸哲學系設置的制度中，中國哲學領域的學者始終能保持一個獨立的教研室團隊，且在學院及學系內亦較無西方哲學主導的現象，因此研究活動所交流的對象多為文史領域的中國思想學界，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相當長一段時間，總是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狀況。可以說除了最早先的馬克思主義主導的一段之間之外，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界研究一直以來是以文史哲共同領域的學者全面互動交流的形式在進行研究，因此也產生了在大陸這塊土地上的研究自主性。當然，這個自主性的現象仍是有外來刺激的挑戰的，其一為大陸內部的西方哲學界的挑戰，這使得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必須有方法論的自覺，以及論述形式的理論性要求。其二為港台中國哲學界的挑戰，這使得面對同樣文本的詮釋意見呈現多元甚至分歧的現象，也提供了更為直接的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挑戰。其三為西方學者的研究人數逐年大量攀升，透過交流互動，呈現了更多的研究進路及問題意識的挑戰，以上三項因素是使得中國大陸的中國哲學研究朝向西方哲學為典範而推進的動力。然而，因著中國大陸作為中國哲學原有的母體與載體，中國哲學研究人口眾多，內部影響的力量本身極為強大，回應外部刺激的速度就不會太快，又加上中國勢力的崛起，文化自主的情緒伴隨國力的增長以及經濟條件的改善，返回更傳統的中國哲學研究的態勢亦十分強大，這就導致「西哲典範」與「國學典範」兩個面向的張力始終不減。

　　就臺灣的中國哲學界而言，一九四九年以後主要是港臺新儒家的巨大系統主導了理解與研究的視野，而新儒家的巨大系統亦無一不是消化西學以言中哲的產物；至於臺灣的哲學系，幾乎都是以西方哲學為主要的研究方向及成員結構，因此哲學系裡的中國哲學研究成員莫不直接受到西方哲學典範的影響。所以在談灣的中國哲學研究的問題，只是以何種系統為典範的差異而已。這其中就包括了唐君毅與牟宗三的新儒家一個系統，臺大哲學系的方東美哲學一個系統，寫中國哲學史的勞思光一個系統，以輔仁大學為中心的天主教中國哲學研究一個系統。這幾個系統的交流互動至少佔據了過去六十年間的三分之二的中國哲學研究成果。當然，這個觀察並不包括哲學系以外的中文系及歷史系的實況。此外，以西方哲學為典範的西學學者及西方學者，亦仍不斷地對台灣哲學界的中國哲學學者提出刺激與挑戰，挑戰有兩方面，一為哲學性的質疑，一為研究方法的創新，前者來自研究西方哲學的台灣學者，後者來自研究東方哲學的西方學者。當然，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成果亦進入臺灣的中國哲學界，主要是一些特定領域的主題有較佳的成果，如易學與氣論哲學，及先秦、兩漢、魏晉哲學的領域。

再從儒釋道三學的研究實況來看，中港臺三地在過去六十年來，首先是大陸以馬克斯理論為主導的批判傳統的研究，以及港臺以新儒家為創作的帶頭研究。時移勢遷，中國大陸興起氣論研究及道家道教研究的熱忱與成果，臺灣學界興起佛教研究的巨大波瀾，可謂儒釋道三學皆在過去的時日中有了開闊的進展。但是，三學的理論立場迥異，不過，交相辯論的平台卻未能實質建立。

再談到對重要的當代中國哲學家的研究，近六十年來，對一九四九年以前中港臺共同的現代哲學家理論的研究，可以說在中國大陸的學界是比較關切的。在港臺學者的研究中，除了位列新儒家的熊十力哲學思想，可謂關切得較少，莫論金岳霖、賀麟、張東蓀等，即便是馮友蘭，亦少有關切。至於對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港臺新儒家及港臺重要哲學學者的研究，可以說不論是中國大陸，還是港臺兩地，皆有相當足夠的關切與研究成果。問題只是，究竟是要繼承還是再創新？更深一層的問題是，究竟能不能繼承還是要整個揚棄？意義在於，兩千年老店的百年新學科，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不只是中港臺的華人，也包括東方的日韓及西方的歐美，都有大量學術人口在研究中國哲學的此刻，究竟是要接著現代及當代中國哲學家的路走？還是要提出更新的研究視野？這就總歸為大陸學者在討論的「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以及港臺學者在討論的「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

　　筆者以為，傳統中國哲學是針對人生問題的理論創作，是理論創作的就有理論，有理論就應以理論研究為之，於是「西方哲學」進路與「傳統國學」進路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立場有異，因為取法於「西方哲學」的功能在於強調理論思辨的研究方法，而不在於依附哪一家的西學理論；而取法「傳統國學」的目的在於準確澄清思想的意旨，而不在拒絕系統化的建構。因此，問題只在，是以怎樣的理論架構為研究的模型。而這又要認清楚研究者自己是在做「哲學研究」還是在做「文本詮釋」？

作「文本詮釋」的話，那就需要針對傳統文本的哲學問題而開發相符應的解釋架構來進行詮釋，就此而言，從馮友蘭到方東美、牟宗三、勞思光等「中國哲學史」大家的詮釋理論都有的重大的貢獻，然其架構以分類判教為主要功能，尚不能展開細節的解讀效果，因此應有再統整改良的研究成果以為學術研究之應用；至於以概念範疇為研究進路的做法，則有不足以作為解釋架構的缺點，但卻能面對細節深入剖析，故亦有研究方法的貢獻。因此，面對中國哲學真理觀的文本詮釋進路的中國哲學方法論，應在於從傳統概念範疇出發，而提煉相符應的思考模型，回到中國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上，而建構有效率的解釋架構以為之。如果研究者不否認中國哲學是有理論性的哲學，那麼文本詮釋的工作還是要以符應中國哲學思想模型的解釋架構以為研究的模式。

至於當研究者是以「哲學研究」為主的時候，哲學問題就是不分中西的，傳統中西哲學的素材都是他可以運用以為談論的材料，問題只在中國哲學文本詮釋的基礎工作是否已達到準確的程度，還是尚未瞭解深透以致有曲解甚至錯解的可能，而這個問題並不等於中國哲學可否使用西方的理論以為研究，而是中國哲學的文本意旨是否已被正確理解準確詮釋以致於可以運用之以參予普遍性的哲學討論的問題。所以，回到「文本詮釋」的解釋架構之重整及創構，正是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首要之務，但無論這項工程達到什麼程度，都不妨礙亦同時積極展開直接以「哲學研究」為做法的中國哲學研究，返本與創新都是中國哲學研究，問題只在是否已將自己的方法定義清楚，這是不分中西的所有中國哲學研究學者都應有的方法論自覺。
